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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在大革命

后期，分别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和中共中央农

民运动委员会书记的邓演达与毛泽东，都充分认识

到农民问题的极端重要性，都主张解决农民的土地

问题，都倡导发展农民武装，都提出必须建立农民

政权，以动摇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统治基

础，推动国民革命的深入发展。他们是国共双方领

导农民运动的领军人物。研究和分析他们在大革

命失败前后两个时期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异同，探

讨其相关主张的渊源、得失和影响，对于全面认识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对于系统总结中国土地革

命的历史经验，对于深入探寻邓演达平民革命理论

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源头和内涵及其

相互关系，意义重大。

一

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主张，以大革命

失败前后为限，分前后两个时期。毛泽东与邓演达

在农民问题上的交集主要是在前一个时期。有多

位研究者认为，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理论和主张

给予邓演达以很大的影响，并且大多都认为邓演达

之所以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能够有激进的农民问

题主张，主要是因为受到毛泽东的感染和影响。客

观地讲，毛泽东对邓演达的确有很大影响。但是，

这种影响是单方面的呢，还是互相的?他们二人当

时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和作为，究竟是一种什么样

的关系呢?这里以毛泽东和邓演达对贫农问题的论

述为例进行分析。

有学者认为，由邓演达、毛泽东和陈克文①联名

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交的《对农民宣言》中关

于“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

“贫农问题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等

提法，与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下简

称《报告》)的提法几乎完全相同 [1]。可是重新阅读

《报告》原文，并且对照《报告》当年的几个不同版本

发现，《报告》虽然讲“乡村中一向苦战奋斗的是贫

农”，虽然讲“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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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打倒封建势力的

先锋，成就那么多年未曾成就的革命大业的元勋”，

虽然讲“这个贫农领导是非常之需要的，没有贫农，

便没有革命”，虽然讲“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

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这句话在

1927年公开发表时没有，毛泽东1943年在编辑《六

大 以 前》收 入《报 告》时 才 加 上 的 —— 引 者

注)[2]P20-21、33，但是其表述与《对农民宣言》的表述相

比，意思虽有相近之处，可实际的出入还是明显

的。事实上，毛泽东在 1927年 2月 16日就考察湖

南农民运动情况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倒是有更近

似的表述，他写道：“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

而贫农问题又两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

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

了。”[3]P183与毛泽东特别强调贫农在国民革命中作用

的观点相近，邓演达也曾谈过贫农问题，他说：“本

党始终站在贫农的地位，在乡村是要把雇农、佃农、

半自耕农、自耕农组织起来，对大地主及一班乡村

执政者实行乡村革命；至于中小地主可使中立，必

要时得其同情。”[4]P113他又说：“我们的农运，始终是

代表贫农作政治斗争的，这是国民党的农工政策的

立脚点。”[4]P119他对土地问题说得更直接，“土地问题

可算是我们的中心问题的中心问题，是我们党最重

要的一种工作，我们很快的要实现总理(指孙中山)
所说的‘土地应归于农’。”[4]P69邓演达的表述与《对

农民宣言》的表述有相近之意，与毛泽东的论述是

相通的。但相对而言，毛泽东对贫农问题相关观点

的阐述在前，邓演达的论述在后；毛泽东有过很近

似的表述，起草《对农民宣言》的可能性更大一些。

但是，邓演达也不是简单的复述或照搬，而是有感

而发，也就是有他自己的思想认识基础，有他自己

的理解和新意。

《对农民宣言》究竟是由邓演达还是毛泽东执

笔，亦或是由陈克文执笔，似乎已无从做出确切的

考证。这里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引据他们的一些相

关言论，旨在说明：他们二人在农民问题上的见解

是共鸣，而不是一个人左右了另一个人，都是出自

他们个人的主见。

综合起来看，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党内

领导农民运动的主要领导。邓演达作为国民党二

届三中全会补选的中央执行委员、中政会常委和中

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对推进全国

农民运动的发展起主导作用；毛泽东作为中共中央

全国农民运动委员会的主要负责人，他在农民问题

上的理论建树和组织才干深受邓演达倚重，被他聘

请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委员会委

员、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常务委员、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委员、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

委会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邓演达还积极支持毛

泽东创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和行动，委任

他为农讲所的常委，主持日常工作。他们二人在各

自党内分别从事农运工作，二人又合作开展或共同

参与农运活动，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一方面，因为

毛泽东从事农民运动的时间更早、更长，在第一线

的实践更深入，投入的精力更多(在武汉政府时期，

开展农民运动是毛泽东最主要的工作，而邓演达还

有大量其他的军政事务)，特别是毛泽东在以往从

事学生运动、工人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的实践基础

上，更熟练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分析的理

论，对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的各阶级、各阶层进行

了更为深入的科学分析，因此，他对农民问题的阐

释显得更全面，更具理论色彩；但是，从另一方面

看，二人之间的影响是互相的，是在个人独立见解

基础上的交流，并形成共识。一则是他们在不同场

合分别发表过许多文章和演讲，对一些相关见解的

阐述互有先后；二则是这一时期他们对农民问题的

观点和主张，几乎是完全一致，不分伯仲；三则是武

汉政府所有关于农民问题的行动都是他们共同组

织、共同参与的，所有的宣言、文件和决议案等都是

他们共同讨论、共同制定或联名提出的。在他们的

共同努力下，珠江流域、长江流域，乃至黄河流域的

广大个体农民，第一次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被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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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来。全国有上千万的农民参加了农民协会，并且

有了他们自己的全国性组织——中华全国临时农

民协会。组织起来的农民爆发出他们所蕴藏的巨

大能量，正如毛泽东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孙

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

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

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2]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认识：大革命后期兴起

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高潮，既得力于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的理论探索和在基层的发动，又受益

于以邓演达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自上而下的大力

号召和积极推动，这是国共合作在军事领域之外最

重要的成果，也是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具备前所未有

的革命彻底性的具体写照。

二

学术界对邓演达和毛泽东在武汉政府时期关

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异同，已经有比较详尽的对比和

分析。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二人在携手领导全国农

民运动和探索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过程中，还有一

些相同和不尽相同的特点，这主要是：

第一，和毛泽东一样，邓演达也是从历史发展

的角度考察农民问题的重要性。邓演达说：“中国

农民问题不是现在才发生，是由各代嬗递而来的。

各朝代中因为土地问题无法解决，同时又无法增加

生产，遂发生此问题。所以历代的农民问题都是政

治的中心问题，历代之换朝都是农民暴动。”[4]P73他

认为，因为以往没有给农民实际的利益——解决其

土地问题，没有动摇封建制度的基础，因此，不过是

新的真命天子替代旧的真命天子，每一次农民暴动

的结果，只不过是旧的锁链刚挣脱，新的锁链又锁

住了。太平天国起义和辛亥革命都是如此。他指

出，“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

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

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农村的经济

基础，是封建制度的基础，如果作为封建制度的剥

削农民制度不把他打碎，不把他解决，那么革命简

直是没有意义。”[4]P23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深刻洞

察，他得出结论：“农民问题，在政治上说是推翻封

建的统治，即地主与土豪劣绅勾结军阀官僚的统治

权柄，造成民主的乡村自治。在经济上说是推翻租

佃制，推翻地主与其他封建统治者的剥削，使土地

农有，以及发展农村生产，促进工业，使帝国主义的

剥削基础动摇。”[4]P125邓演达的上述思想，与毛泽东

在《报告》中关于“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

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

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

民革命的真正目标”的观点，与毛泽东“农村革命是

农民阶级推翻地主阶级权力的革命”的定性，与毛

泽东“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

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

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2]P15- 17的结论，如出一

辙。这是他们农民问题理论的出发点和基石。也

正是基于他上述对中国历史、中国社会和由之而来

的对中国革命现阶段任务的深刻认识，当社会上

(包括国共双方的上层人物)对湖南农民运动“过火

了”“糟得很”的斥责声甚嚣尘上的时刻，邓演达却

能独树一帜与实际考察过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

形成共鸣，热情讴歌湖南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农

民给全国农民一个确实的信仰，一个好榜样，他们

把乡村农民都组织起来，实行自治，结果，已把怠惰

者、花鼓戏、赌博、鸦片烟和土匪都消灭干净，真是

真明 (命)天子也办不到的事，湖南农民倒办到

了。”[4]P77当时，邓演达对于农民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不仅在国民党人士中独领风骚，而且也使中共领导

人陈独秀等相形见绌。

第二，和毛泽东相近，邓演达部分地接受了马

克思主义，能够初步地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社会

问题，这是当时其他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革命

家所不具备的。邓演达认为：“革命是伟大的群众

要求，是伟大群众的痛苦呼声，每个人都不过是在

整个的人类社会进程中的一个小小的工具”“只有

与伟大的、运动的社会连成一气，勇猛前进，才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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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4]P19-20从这种唯物史观出发，他得出结论：“中国

的革命必要广大的群众即农民群众参加”“因为农

民占了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也就是国民革命的

主力军。”对于广大农民，邓演达没有泛泛而谈，而

是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进行了比较准

确的界定。他首先对农民与地主进行划分：“这里

所说的农民是指自用劳力使用土地的人，所以有土

地而不耕种的地主，不在此内”；进而对农民进行分

析：“农民对于土地的分配，各有不同，故生活亦有

差等。有自耕农；半自耕农，他们因为自己的土地

还是不足，故佃地主的土地来耕种；佃农，他的土地

则全是从地主佃来的；及雇农，他因为不能得着资

本，结果，连佃的土地尚不能佃到手，只能充当雇

农，或一天一天地雇与人家工作，或一月一月地雇

给人家工作，此外无人雇时，就变成无产者、失业

者，这是农民生活的差等。”邓演达接着指出：“由土

豪、乡绅一直到帝国主义者，造成各有系统的剥削，

这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能看得出来。农民外受帝国

主义的剥削，内受军阀等的掠夺，便得着整个儿的

痛苦。”[4]P72-73基于此，他主张：“农民要得到解放，一

定要注意联合战线，要使佃农雇农自耕农都站在一

条战线上，去反抗土豪劣绅大地主。”[4]P119不仅如此，

邓演达把对各阶层农民的分析推广到对整个社会

力量的分析，他认为革命的同盟者城市的工人、革

命的工商业者及乡村中小买卖者，“同是受帝国主

义、军阀的压迫和剥削的，他们也是要反抗帝国主

义，反抗军阀，所以他们是革命的同盟者，是革命的

一部分力量。把农人、工人、革命的工商业者的利

益，找出共同的地方来连成一片，这便是整个的革

命的力量。”[4]P112邓演达对中国社会力量，特别是对

中国农村阶级和阶层的分析，与毛泽东相比，虽然

没有指出谁是革命的领导力量(邓演达只笼统地讲

领导者为革命政党——国民党)，虽然没有细化各

阶级和各阶层在不同情况下对革命态度上的变化

和差别，但在总体上区分了敌我，明确了革命的主

力军问题。这是他农民问题理论的精华和核心

内容。

第三，和毛泽东有所不同，邓演达更直接、更系

统地继承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学说和耕者有其田

的主张。在邓演达的文章和言论中充斥着“我们要

把总理的主义还原”“我们总理创造国民党的基础

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也就是土地问题”“总理告诉

我们‘使耕者有其田’，这是要农民拿出自己的力

量，才可以得到这样的利益”“中国革命，即是农民

革命，是总理所承认的，也是革命的必经阶段”“我

以为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

的三民主义做去，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

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4]P121邓

演达引用孙中山的话，既阐发孙中山的思想，但更

多的则是借题发挥，赋予新的含义。比如他说：“我

们总理的民权主义，就是要使乡村的农民起来，使

他们自己管理乡村政治，打倒贪官污吏，肃清土豪

劣绅。这样农民既然握到乡村的政权，由各乡而至

改组各区，由改组各区而至改组各县，由各县而至

改组省政府，这政府才是人民的。”[4]P48再如，他在引

用孙中山关于“中国的革命就是农民的革命”观点

之后讲道：“民国十三年以前的国民党，没有力量来

领导农民革命，没有方法使党的革命力量表现出

来。改组后，把党重行作价、重行建筑其基础于农

工之上，其目标在解放农工，故对外打倒帝国主义，

对内打倒封建势力的军阀。”[4]P65邓演达不再是把平

均地权作为消弭社会矛盾防范贫富分化的手段，而

是赋予其动摇封建统治基础的意义，与实现反帝反

封建的历史任务联系起来；邓演达不再是简单地从

农民占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来谈论其对中国革

命的主力军作用，而是从分配土地给农民、解除地

租剥削、发展生产、促进工业，动摇帝国主义剥削基

础来谈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邓演达不再是一

般性地赞同土地国有，而是认为在目前阶段不能实

行土地国有(他认为最终是要土地国有)，应该给农

民实际的利益，“农民仍须纳生产品百分之五十以

上交给地主，这是农民根本的痛苦，农民要根本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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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痛苦，须不纳地租给地主，即是要得到土

地”[4]P91。邓演达从农民与中国革命的关系和如何

解决农民问题(特别是土地问题)两个方面，继承和

发展了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5]P91

第四，和毛泽东有所区别，可能是由于各自所

处的地位不同，邓演达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既有

理论分析，但更侧重政策、措施和一些操作性的内

容。除去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和中央

农民运动讲习所培训农运骨干，除去进行农民运动

的宣传鼓动和理论研究，除去直接组织韶山地区的

农运和实地考察湖南农运期间的指导农运工作，除

去通过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和全国农协临时

执委会等平台推动全国的农运外，毛泽东对于如何

开展农民运动还有一些具体的筹划和举措。他不

仅与邓演达等向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建言，而且也

在中共党内积极发动。1927年4月中旬，他召集中

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连续三天开会，讨论如何解

决农民土地问题，提出“要没收全部出租土地”“进

而彻底消灭土地私有制”。[3]P193-194但是，他关于发动

农民和农村革命的举措，三次遭到陈独秀和共产国

际顾问维金斯基、鲍罗廷的否定。一次是 1926年

12月 13日至 18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

议上，毛泽东赞同中共湖南区委李维汉关于应该着

手解决农民土地，实现耕地农有的主张，陈独秀等

则反对把赞成与不赞成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视为区

分左右派的标准，认为目前马上解决土地问题的条

件不成熟；[6]P79第二次是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

后写出的《报告》，在3月12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

刊物《向导》周报刊发了前七个部分，因陈独秀和彭

述之的阻挠，后八个部分未能继续刊发；第三次是

在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在会前邀集彭湃、方志敏、易

礼容等各省农协负责人制定的分配土地的方案，被

陈独秀拒绝。不仅如此，中共五大还改组中共中央

农民运动委员会，撤销毛泽东的书记职务，改由谭

平山接任，毛泽东只保留委员职务。

毛泽东关于农民问题的主张却得到邓演达的

高度认同和积极支持。和毛泽东不同，邓演达由于

在武汉国民政府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农民问题讨

论委员会和土地问题委员会由他组织设立，每一次

讨论的结论由他做；关于农民问题的提案和建议由

他提交国民党中常会讨论；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的

会议由他召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的农运计划由他

发布。因此，这个时期他有《中国农民运动之发展》

《最近中国农民运动之状况及国民党关于农运之计

划》《土地问题的各方面》《农民运动最近策略》等带

有总结和政策性的文献发表。在这些文献中，邓演

达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开展农民运动和如何解决农

民土地问题的措施和办法。比如，1927年4月他为

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确定了六项近期要做的工作和

四个方面的工作计划。其中在“用具体的方法，实

现中央对农民的决议案”这一工作计划中，他提出

八条措施：“一、尽量向农民宣传决议案的内容；二、

促进农村推翻封建势力的活动；三、会同农政部和

全国农民协会组织委员会订定乡村自治机关之组

织法和实行计划；四、会同农政部和全国农民协会

速办农民自卫军，并设法武装农民；五、会同司法部

废除有碍农民之法律；六、会同农政部规定减租减

息的办法；七、会同财政部规定农民银行的办法；

八、会同农政部和财政部取消苛捐杂税”。[4]P80邓演

达这些主张和措施，既是他个人关于农民问题理论

智慧的结晶，也凝聚有毛泽东等其他农民运动领袖

的探索和思考。这些文献和其他的一些相关演讲、

文章，真实记录了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与毛泽东等

共产党人密切合作通过开展农民运动推动中国民

主革命进程的光辉历史，同时也表明，邓演达是那

时全国农民运动最主要的领导者，他关于农民问题

的主张更具操作性和实践意义，他对中国现代农民

运动的杰出贡献，彪炳史册。

三

1927年春夏，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的相继

叛变革命，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矢

志于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事业的邓演达，在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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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后，仍然高举孙中山新三民主义旗帜，另辟蹊

径，继续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农工大众的解放而努

力奋斗。在此过程中，他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

委员会，提出平民革命理论。邓演达不再沿用“内

含与实际的表现，已非常模糊不清”的“国民革命”，

他从孙中山“为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

话语中，取“平民”的概念，称谓其即将进行的革命

为“平民革命”。他首先正确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

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他认为，“蒋氏所领导

的南京统治，已先后的把满清时代及民国时代的余

存势力和盘接受”[4]P218“整个的中国社会，还滞留在

封建势力阶段，还是前资本主义的时代。同时又因

为帝国主义势力支配着中国的缘故，使中国社会益

呈复杂的状况。”[4]P343他虽然没有如毛泽东等那样明

确中国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但是他超

出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逐渐游移出共产

党队伍的陈独秀等对当时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水

平，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个“复杂体”，封建势力和帝

国主义势力仍居于支配地位。这就找到了制约中

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实际明确了中国革命的主

要任务仍是反帝反封建。其次，他分析了新形势下

的阶级关系。他认为，凡是自食其力而不剥削他人

的劳动者，包括直接参加生产的工人、手工业者、自

耕农、佃农、雇农和间接参加生产的设计、管理、运

输、分配等部门的职员，“他们都是被现存封建势力

及资本势力压迫着，都是要求解放的平民。”[4]P350在

阐述其平民革命理论的过程中，邓演达虽然也强调

要以农工为核心构成革命力量，但却没有像武汉国

民政府时期那样突出地强调农民的中心地位和主

力军作用，而是把农民与工人、手工业者、小商人及

青年学生在都是“中国被压迫剥削的革命民众”的

意义上等同起来，把他们作为与其对抗的仇敌“帝

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土豪绅士及与他们相结之

高利贷资本家者”[4]P336-337的对立面等同起来，比较多

地强调了“平民”之间的一致性，模糊了同属于“平

民”中的各阶级在经济地位、政治远见、革命彻底性

和坚定性等方面的差别，对农民重要作用的认识明

显比过去有所淡化。尽管如此，邓演达能够准确地

把握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革命动力和革命对象，反映

出他运用马克思主义比较科学地分析中国实际和

比较正确地判断形势的能力，以及爱憎分明的革命

立场。从上述他对中国革命性质、任务、动力、对象

等的分析和认识，我们不难判断，他所提出的平民

革命理论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和推动中国社会进

步的革命理论，并且富于革命的坚定性。令人惋惜

的是，邓演达平民革命的新实践和关于农民问题的

新探索，因为他的被捕和英勇牺牲，于1931年11月
戛然而止。

和邓演达一样，大革命失败后，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从事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

命事业。有所不同的是，他们打出共产党的旗帜，

通过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和暴动，创建了工农革命

军(红军)，并深入到广大农村探寻新的革命道路。

在新的实践中，毛泽东等把大革命时期他和邓演达

关于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政权和没收地主土地

给农民的主张，发展成为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和以

创建工农民主政权为核心的根据地建设，将这三者

有机地统一起来构成“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并在以

后的斗争中独立自主地开辟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的

中国革命道路。工农武装割据理论和在开辟农村

包围城市道路征程上的其他理论创新，奠定了毛泽

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基础。其中，围绕如何解

决农民土地问题，毛泽东始终战斗在土地斗争的第

一线，进行了长期的不懈探索。他非常注重社会调

查，认为“对于担负指导工作的人来说，有计划地抓

住几个城市、几个乡村，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

即阶级分析的方法，作几次周密的调查，乃是了解

情况的最基本的方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

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7]P789而这一点正

是邓演达所欠缺的。毛泽东经过制定《井冈山土地

法》《兴国土地法》和参加中共闽西一大、主持闽西

南阳会议等一系列的摸索，到 1931年 2月，终于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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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

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

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这样一条切合中国实际

的完整的土地革命路线。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实

施和发展，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中国亿万农民的革命

主力军作用，对于完成孙中山、邓演达等民主革命

先驱的未竟之业，最终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创建

新中国，其作用至关重要，无可替代。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和毛泽东在两条平行的

道路上继续探索和实践各自关于农民问题的理

论。毛泽东的探索取得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丰硕

之果；邓演达的探索却因其牺牲而终止。我们现在

的问题是，假如邓演达能够继续探索并将其探索成

果付诸实践，其效用会如何呢?历史不能假设，但是

我们可以从对邓演达与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关于农民问题理论的对比分析中，窥其端倪。

第一，关于领导权问题。邓演达虽然仍旧高度

重视，认为“要使革命成功，必要有坚强统一的革命

领导”，但是却有所偏颇。他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

教训时指出：“前面的革命，很明显的埋伏了一个失

败的重要原因：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领导共行存在，

而且公开地向敌对的程途发展。”[4]P295他在这里有一

个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能够比较熟练地运用马克

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分析问题的邓演达，在大革命

失败之初曾经对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地位作出过

比较精到的分析。他说：“新兴产业工人，数量虽较

农民特少，而因其生活刺激较为强烈，及经济政治

环境恶劣之故，其对于政治的觉醒程度，实较任何

阶级为高；其争斗决心，实较任何阶级为坚决；其对

于革命之成绩贡献，已为数年来中国历史上不可磨

灭之事实。他们必为中国革命之机轮。”[4]P336但是，

另一方面，他后来又改变了这种认识，反而断定，

“很客观的说，中国本身应该不会发生共产党出来，

更不会发生蓬勃的共产党出来”。他本人解释出现

这种矛盾状况的原因，“却是因为历史的社会的条

件所限制，使国民党的领导整个的被豪绅高利商人

所篡夺，广大的平民大众无所依归，而共产党在第

三国际的抚育抱持底下，在豪绅高利商人的统治下

面，自然有突飞的威迫劫持的机会。”[4]P295

事实上，通览邓演达的文稿和言论，无论是武

汉国民政府时期，还是在大革命失败以后，邓演达

始终不承认中共对国民革命(即邓演达后来所谓平

民革命，也就是毛泽东后来概括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的领导权，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本来不是中国客

观的社会要求所产生，而宁是第三国际的养

子”[4]P273。究其原因，其一是他看到了中国自身的资

本主义经济薄弱，在新式工业中，外国资本家占

80％以上，因而得出中国资产阶级先天不足无力领

导中国革命的正确结论；却没有看到中国无产阶级

的资格比资产阶级老得多，不仅产生于民族资本主

义企业，而且最早产生于外国资本主义在华企业

里，比中国资产阶级聚集着更雄厚的力量；他只看

到中国“产业工人的数量，连煤矿工人及码头工人

计算在内也不过占全数人口0.5％(千分之五)”[4]P341；

却没看到中国工人阶级虽然人数不多，但由其阶级

的先进性所决定，最大公无私、最富有革命的坚定

性和彻底性等突出的特点和优点。其二是邓演达

看到了中共曾经有过“把有产变无产”的“左”倾盲

动主义错误，却没有看到或者是无视以毛泽东为代

表的共产党人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纠正，没有看

到毛泽东等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出以农村包围城市

的正确革命道路，没有看到中共领导农村土地革命

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深远意义。他认为中共

领导农村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的现实“绝不是中国共

产党的主观势力所鼓动，更不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

纲领适合于民众要求所发生，实在主要的是由于南

京统治的横暴与贪污所产生”[4]P271。其三是因为中

共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接受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观

点，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不仅大资产阶级和民族

资产阶级叛变了革命，而且小资产阶级也背叛了革

命，继续革命的只剩下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8]P282

因此，在把持中共领导权的“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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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下，中共一度放弃对小资产阶级的领导。周恩来

回忆：“一九三〇年邓演达回国后，曾找我们谈判合

作反对蒋介石，可是我们没有理睬他，这是不对

的。”[9]P166历史转换时期的风云际会，使邓演达这位

共产党人最亲密的战友，未能在其有生之年继续与

中共直接合作。

邓演达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把国民党作为国

民革命的指导机关。大革命失败后，他宣布以中国

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临时行使革命指导之机

能”。在他留下的著述中，未发现有明确哪一个阶

级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论述。但是，在他主持

下，1930年8月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成立时

发布的《组织工作大纲》却明确规定，虽然该党“要

以工农分子为主体；不过从目前的状况看来，就落

后国家的一般状况而论，青年学生分子对于革命具

有热烈的情绪，实在是最明显的事实。所以，我们

在第一阶段内，还不能不以青年学生为重心。”[10]P108

该党的这一规定，实际是基于邓演达对知识分子的

分析。他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除了极少数已爬

到上层统治阶级以外，都客观地非革命不可，而主

观的又已先后接受了革命的熏陶。他说：“革命的

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分布于农村中及城市中，特别是

在新兴反动的军队中服务，甚至在灰色的掩盖下

面，假装着为统治者的核心，这种状况，自然是使革

命群众的组织不发生十分大的困难，而且在反动统

治的胎中，使革命的力量早熟”。他认为这是中国

革命“一个特殊有利的条件”[4]P301-302。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青年学生和知识

分子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周恩来称

他们为“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11]P301-302。邓

演达对这部分力量特别倚重，作为其新组建政党的

组织重心。这清楚地表明，他把小资产阶级作为国

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阶级基础，他所追求的是小

资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这和毛泽东等共

产党人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毛泽东在开辟井冈山

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指出：“中国迫切

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这个革命必须由无

产阶级领导才能完成。”[2]P48

关于领导权问题上的差别，是邓演达与毛泽东

农民问题理论的根本差别。

第二，关于政权问题。和武汉国民政府时期专

注于建立农民的乡村政权以支持农民获取地主土

地的主张不同，在这个时期邓演达主要是把目光投

向夺取全国政权，更多的是阐述国体和政体问题，

以及平民政权的性质问题。他根本否定叛变革命

后建立起来的南京政权，也一针见血地指出改组

派、新月派和人权派的所谓“人权”“约法”“宪法”是

痴心梦想。邓演达认为“政治制度是政治斗争的结

晶，而所谓‘民权’只是被统治被压迫者经过长时期

的奋斗以后所得到的报偿。中国劳动平民大众做

统治者的牛马奴属已好几千年，现时唯一要求是要

翻身起来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发展自己，而其最切

近的第一步目标是要推翻传统的官僚统治，建立真

正由人民直接参加及组织起来的政权”，即“平民政

权”。[4]P151为保证平民政权能够“以工农为重心”，邓

演达主张以有组织的职业团体代表和准职业团体

代表构成中央及地方政权的发动机关——国民大

会、省民大会、县民大会和乡民大会。他规定直接

参加生产的农民工人应占代表比例的60％，其他代

表占40％。[4]P155在政体上，邓演达抛弃了包括孙中

山也热衷的三权分立制(孙中山将三权分立进一步

发展为五权分立)，“主张立法机关不与执行机关分

离，一切权力属于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之下设立

执行机关”。他认为“必须用这样的组织才能使平

民群众相信革命党的领导，才能免除那些假借‘训

政’及‘以党治国’的名义去压抑平民群众剥削平民

群众的流弊。”[4]P352这是一种议行合一的政体，源于

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邓演达关于平民政权的设想，其革命性和进步

性显而易见。但是和毛泽东同时期的实践和主张

相比，其差距也是明显的。其一，毛泽东虽然也把

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目的，但其着力点在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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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农村政权，首先着眼于赢得农民的支持；其二，

1927年 11月打下茶陵后，毛泽东否定沿袭旧套路

建立政权的办法，改由工会、农会和士兵委员会各

选出一名代表组成工农兵代表会议，然后建立起第

一个县级的工农兵政权；其三，毛泽东总结茶陵建

政的不足，在建立遂川工农政权时，提出红军的三

大任务，组织队伍深入农村打土豪和发动群众，并

制定实施了切实可行的《遂川工农政府临时政纲》，

把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政权联系在一起，把土地革

命、武装斗争和政权建设联系为一体，夯实了工农

政权的执政基础，真正保证了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

性质。相比而言，邓演达的主张没有实践支撑，仅

仅用农工代表在平民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国

民大会占 60％的比例，是不足以确定该政权性质

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是由哪个阶级领导、在于能否

实施符合群众利益从而赢得群众支持的措施和

行动。

第三，关于农民武装问题。在武汉国民政府时

期，尽管出现蒋介石集团的分裂和叛变，武汉政府

和邓演达仍有数量众多的国民革命军以及冯玉祥

的部队为支撑和依托。那时，他关于建立农民武装

的主张和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解决农民土地

问题而防范地主武装的反抗。这和武汉政府的主

力部队是继续向黄河流域北伐，还是准备东征讨蒋

这样的重大军事行动，无直接的关联，是另外一方

面的问题。而在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已没有主力

武装可为依托。因此，当务之急是打造一支能为其

所用的新型军队，而如何武装农民的问题，则是较

低层次的问题，已不再是当务之急和他关注的重

点，因此很少提及。尽管如此，非常难能可贵的是，

作为坚定的民主革命家，邓演达深刻认识到旧军队

的危害性和建立新型革命军队的重要性。他说“我

们在过去犯了一个疯症，就是‘在老虎头上捉虱子’，

就是拉拢封建地主的军队去做土地革命!!!”[12]P163他

提出要创建一支来自农工、代表农工利益、与平民

政权相联系，还要不断经受政治训练和劳动训练的

平民革命军，“成为人民——农工平民的武先锋，是

永远为解放中国民族建立平民政权促进社会主义

而产生而牺牲作战。”[4]P312

邓演达虽然反对再走利用军阀反军阀的老路，

虽然已经勾勒出如何建设他理想中的新型革命军

队——平民革命军的蓝图，但是在现实斗争中，他

对真正人民的军队——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有严重

偏见，认为他们是乡村流氓无产者的化身；他对群

众性的武装——大革命后期的工人纠察队和农民

自卫军也不满，认为他们本身脆弱表现不出什么力

量，他只好寄希望于“具有农工平民意识的青年军

官能自觉的接受革命的任务，自反动统治的营垒中

发动出来，做掩护人民起来的前卫。”[4]P302他把叶挺、

黄琪翔、严重、季方、周士第、余洒渡等在北伐时期

已崭露头角的军事人才吸收到国民党临时行动委

员会内；他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专门策反蒋介石

军事力量的基础——黄埔系军官；他还先后与他曾

经激烈抨击过的冯玉祥、陈铭枢以及程潜、杨虎城、

邓宝珊、张轸、卢兴邦等地方实力派(军阀)建立起较

为密切的联系，甚至曾亲自到北平尝试联系曾被他

视为主要敌人的奉系张学良；他特别注重联系两广

的反蒋力量，他在被捕后坦承：“我的政治主张始终

站在国民党左派的立场，与现时广东一部分的政治

家接近，广东政府在精神上给我以帮助。”[12]P316邓演

达当时所倚重的这些力量，虽然那时都程度不同地

具有追求民主进步的倾向，虽然都赞同反蒋，但是，

他们和邓演达理想上所向往的那支来自农工的“平

民革命军”，还是有本质差别的。

邓演达建立新型武装的军事反蒋行动，因他被

捕和牺牲而中断。我们无法假设如果他不被捕的

话，其行动能否成功。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毛泽东

同时期的行动和主张与之相比，最突出的不同之处

是，毛泽东始终面向农民、扎根农村。毛泽东认为

“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

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

式，和半殖民地农民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2]P98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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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就明确，“军叫工农革

命，旗号镰刀斧头”；发动起义之初，部队的三团兵

力，有两个团是农民自卫军和安源的矿工；起义受

挫后，转向农村，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开辟农村革命

根据地；在广大农村的转战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注重思想建党，强调政治建军，成功地摸索出

在农村环境和农民为主要成员的情况下如何建立

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的历史经验。毛

泽东没有陷入再走利用军阀反军阀老路的窘境，而

是把他和邓演达在武汉政府时期发展农民武装的

主张，引入一个前景光明的新天地。

第四，关于土地问题。和在武汉国民政府时期

相同，邓演达在这一时期关注和热切解决农民土地

问题的拳拳之心不改。但是，他不再坚持没收地主

土地分配给农民的主张，转而提出：“我们反对无条

件没收土地的方法”“我们解决农民耕地问题的方

法是着重在用政治手段，而不是用没收的手

段。”[4]P310他认为在建立农工平民政权后，应“立行宣

布免纳佃租，其耕作中的佃农及雇农可暂行保有原

来佃耕土地的使用权与收益权，听后详细办法解

决。但地主回村并能实际耕作者，主佃两方，暂时

共享土地使用权与收益权，其形式以契约定之。”与

此同时，他重拾孙中山的主张(也有所修正)，规定

“在允许私人占有耕地最高额以外的土地，应由国

家以全国国有土地为抵押，发行五十年长期土地公

债，按照国民会议所规定的土地定价原则及地方政

府所决定的土地价格，收买归为国有”“所有一切收

归国有的土地，应由土地管理机关按照土地分配原

则及各地方标准，负责分配给耕作的农民。原日佃

耕的佃农，及无地的雇农与退伍的革命军人等，应

有同等的机会领用土地，但只限于使用权和收益

权。”[4]P366-367很明显，这一时期邓演达关于农民土地

问题的主张较过去温和了许多。他不再提建立乡

村农民政权问题，也不再提发展农民武装问题，在

已经失去武汉国民政府时期拥有的那种执政地位

的情况下，他这时关于解决农民土地的主张，既孤

立无助，又软弱无力。没有武装和政权为支撑的农

民，与地主订立共享土地使用权和收益权的契约有

可能吗?在已经运行两千多年的地主土地所有制之

下(遍及全国)，作为发行土地公债抵押的国有土地

从何而来?即使是地主阶级能够俯首听命，农民得

到的也只是土地的“使用权和收益权”，仍然不能满

足广大无地和少地农民得到自己土地的渴求。

相比之下，这一时期的毛泽东，他认真贯彻中

共八七会议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

派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无条件没收地主土地分配

给农民”的政策，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地实施了一

条“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

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2]P98，并在实践中不断

地修正与完善中共的土地政策，明确保证农民的土

地所有权，逐步形成并成功实施了切合中国实际和

亿万农民愿望的土地革命路线，从而为夺取中国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关注和致力于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在共产党内

可能有早于毛泽东的，而国民党内早于邓演达的也

大有人在；但就农民问题的理论建树和实践成就而

言，共产党内无人能出毛泽东之右，邓演达则无疑

是国民党内的佼佼者。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

条件下，他们二人关于解决农民问题的赤诚和热

情，以及理论观点和行动步骤，出奇地一致。他们

共同领导了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由于在各自

党内和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地位不同，身居要职的邓

演达比毛泽东有更多的权力与资源，因此，他在推

动当时的农民运动中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居于主

导地位。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循着两条平行的路线

继续致力于农民革命，邓演达这一时期关于农民问

题的主张，在其他所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

革命家中，是与毛泽东和共产党人的主张最接近

的。但是，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眼光的束缚与

制约，他否认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导致

他在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农民政权和分配地主土地

给农民等问题上，裹足不前，以致壮志未酬，未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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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mparative Study of Deng Yanda's and Mao Zedong's
Theories on Peasant Issues

Jiang Jiannong
Abstract：Deng Yanda and Mao Zedong were two representative figures of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PC in lead⁃

ing the peasant movement. They had the common experiences in peasant movement and cooperated with each other
during the first Kuomintang-Communist cooperation and around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and had their own
distinct theories and disputes regarding peasant issues. Deng Yanda was a dominant leader of peasant movement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and he advocated the petty bourgeois' theory on peasant issues after the Great
Revolution failed. The essential distinct between Deng Yanda's and Mao Zedong's theories on peasant issues lies in
whether they accepted the proletariat's leadership or not.

Key words：Deng Yanda; Mao Zedong; peasant questions; comparative study

毛泽东那样闯出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

国胜利的革命道路。

尽管如此，邓演达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临时行

动委员会及其所团结的广大民众，在平民革命的旗

帜下，继续孙中山的未竟事业，沉重打击了蒋介石

新军阀的反动统治，揭露了汪精卫等党派力量的投

机嘴脸，在客观上给予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土地革

命以有力的呼应，壮大了人民革命的声势和力量。

不仅如此，他们的革命行动和牺牲精神，表明作为

中国革命基本力量之一的小资产阶级在大革命失

败后的政治态度，充分说明小资产阶级仍然是中国

革命必不可少的革命力量；他们对中国社会性质、

中国革命性质和中国革命对象、中国革命力量的新

探索，他们对农民问题的新观点，客观上成为中共

探索中国革命道路和土地革命路线的重要借鉴，丰

富了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理论问题的认识。邓演

达等威武不屈、富贵不淫的道德品质和矢志于民族

独立、农工解放的革命坚定性，赢得了毛泽东等的

尊重，使越来越多的共产党人看到了工农以外的小

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中凝聚着的革命力量，

为中国共产党纠正那种所谓“小资产阶级也已叛变

革命”的错误认识，完善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提

供了客观依据。

注释：

①时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相当于副部长。部长不

在时，主持或代理部务工作。1927年 7月，邓演达辞职后，就

是由他接任部长职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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